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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与历史评价： 

党内对南昌起义认识的历史考察 

钟小武
1
 

【摘 要】：受形势背景、政治环境、思想认识等因素影响，各个历史时期建构起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不同历史叙

事框架与叙事话语，形成了各个时期关于南昌起义不同的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其总的趋向就是，历史越往后，历

史评论者就越把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距、更宽的历史场域来看待和评价，对它的历史地位和

重大意义的认识就越客观全面。其历史启示就是：历史场域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叙事框架的变化，并由此导致历史

评判标准的变化；而任何历史评论都必须慎重，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涟漪影响，必须注重从更宽广的历史时距来观察，

而不能在当时就盲目地下结论。 

【关键词】：南昌起义 历史叙事 历史评价 党史观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7－0014-13 

南昌起义作为党史、军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党史军史学界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但受形势背景、政治环境、思想认识等因

素影响，各个时期建构起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不同历史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形成了各时期关于南昌起义不同的历史认知与历史

评价。其总的趋向就是，历史越往后，历史评论者就越把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更长的历史时距、更宽的历史场域来看待

和评价，从而推动对它的研究就越加深入，对它在党史军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就越客观全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视域中的叙事形成 

任何的历史叙事都不是在历史的现场书写，而是建立在事件之后的历史预设场景之上。任何历史事件的历史场景都是历史

事件发展过程本身，而关系历史叙事的框架与结论在于如何还原历史事实本身与明确历史事件所预设的目标任务。南昌起义的

历史事实，众所周知的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从 1927 年 8 月 1 日发动到当年 10 月初在潮汕失败的军事

行动；其所预设的目标任务，在起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给南昌起义部队前委去信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就是希望此次起义“广

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1](P375)。在起义发动不久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又对南昌起义至少寄望于两点：一是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把它作为对以前向国民党“让步太多”情况的一个政策转向，并从此引导中国革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

二是发动土地革命，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而南昌起义军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1](P400)中共中央所预设的这些目标

任务，也因此成为事后中央和时人叙述与评价南昌起义的重要参照系。 

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甚至南昌起义还在进行过程中，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与评价就已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南昌

起义的历史叙事与评价可分为三个时期，经历了一个褒贬不一到总体肯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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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昌起义开始后至党的六大前（1927 年 8月—1928 年 6月）：叙事框架未定，褒贬不一 

这时期，对南昌起义的叙事内容主要聚焦在 1927 年 8 月初到 10 月初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其叙事框架以中共中央

所预设战略目标为标准，以此给以成功与失败的两极化叙事结论。 

站在中共中央的立场，评价有褒有贬。在褒的方面，中共中央以其寄予南昌起义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动土地革命等方面的历

史目标任务作为参照系，给予一定的肯定性叙事结论：第一，在总体上肯定南昌起义“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南昌起义“始

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1](P574)第二，肯定南昌起义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这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1](P473)，

而南昌起义军“能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上为民众作战”[1](P599)。第三，肯定南昌起义对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创

了革命新阶段，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运动的高潮，却继续增高起来”
[2](P6)

；而且对广东农民暴动是“一个很大的推

动力”[1](P601)。在贬的方面，中共中央以具体的战略战术与预设的战略目标为评价标准，给予革命不彻底、军事投机、土地革命

未完全开展等否定性叙事结论：第一，认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因是革命不够彻底，“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处处予

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1](P557)第二，批评对张发奎心存幻想，“不信任群众”，有“军事投机的心理”；[1](P574)“总

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1](P633)，“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1](P643)第三，土地革命落实不力或者不够彻底，只提出没

收 200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
[1](P632)

由于南昌起义的失败，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予南昌起义“前委全体

同志”警告处分。 

站在起义参与者的视域，总体持肯定态度。在起义失败后不久，不少南昌起义的参与者向中央书面报告南昌起义的过程，分

析其失败原因。包括前委书记周恩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南昌起义前敌军委委员李立三、前敌总指挥叶挺、第20军第3师

师长周逸群、革命委员会秘书高语罕等，都书面向中央报告了南昌起义有关情况。他们的报告在分析南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基础

上，总体肯定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如：周恩来称“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
[3](P134)

；张国焘肯定“南昌起义是

对的”；而谭平山把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相比较，认为南昌起义是“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4](P153)；

李立三则肯定了南昌起义对于发动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开启土地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南昌起义“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

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主因是“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注全力于军事组

织”，批评南昌起义“不过是变相的军事投机”。[4](P89-90)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持批评态度较多。其他旁观者从中央所预设的目标任务来进行严厉的评判，对南昌起义批评较多。如：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党内报告中，批评起义没有宣布没收土地和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没有完全接触敌人的武装

即走出为“失策”；而南昌起义的失败，是“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对于暴动是没有决

心的”。
[5](P909)

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基调与蔡和森基本相同，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在政治上主要是“与土地

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在军事上“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没有“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总的来

看，起义失败是因为“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6](P510-512)而瞿秋白则跳出中央的预设战略目标，尝试从中国

共产党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角度来评判。他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对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意义，指出“经过南昌八一

暴动，两湖、广东最近的农工暴动”，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革命也因此进展到更高的形式，“真正民众的革命”

形式。[7](P31-32)这也是党内第一次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放在同一语境之中来叙述。 

总之，这时期不同的历史叙事主体身处不同的历史场域，从不同视角对南昌起义作出了褒贬不一的叙事结论。囿于历史的宽

度，这些叙事话语均无法走出对具体历史细节与历史预设目标的限定，还不能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与评判。总体上，这时期肯

定南昌起义开启了土地革命新阶段，对中国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很多评论者也批评南昌起义的失败在于军事上有“投

机”行为，没有开展完全意义的土地革命，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二）党的六大召开到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确定前（1928 年 6 月—1933 年 6 月）：构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叙事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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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保持前述叙事结构与内容，南昌起义展示出来的不过是一普通党史军史事件。但随着历史接续展开，历史评论者开

始从更高层面、更广视野来重置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框架，并在新的叙事框架下重构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与重大意义。特别是从

党的六大开始，前期关于南昌起义失败在于“军事投机”“盲动主义”等否定性结论开始在叙事文本中减少、消失甚至直接被

否定。 

随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思想认识逐渐在党内上升为主流思想，军事斗争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重视军事工作的组织规划和全面开展。这对历史叙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开始回溯历史，对之前与当前有

关的军事行动在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上进行重构，并且不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军事决策、军事指挥等战术细节，开始更加客观与

理性地站在党的革命斗争与军事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观察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瞿秋白在 1928 年 6月至 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绕过具体的战役失败而从大的战略上来看问题，肯定了南昌起义在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方面的政治正确，开始构建南昌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叙事框架，评价南昌起义“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伟大的”，

因为它是代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正的奋斗”，“是反抗反革命”。[2](P278)同时，他对南昌起义失

败原因的分析也更为客观公正，认为中央的一些指导性政策因为交通的阻隔直到南昌起义“完全失败之时方达到”[7](P420)，没有

真正地起到指导性作用。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上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放到一个叙事框架之内，亦突出了南昌起义的“反抗”意义。他认为，

三大起义虽然都遭受失败，但是我们党因此“得到了新的阶级结合”，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各省的农民，“都认识了这是他们反抗

统治阶级的第一声”，特别是他认为南昌起义“是含有土地革命意义的反抗”。[2](P323)刘伯承则肯定南昌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

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4](P132)。 

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充分吸取与会代表意见，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作为叙事的主体框架内

容，并把三大起义同时纳入这一叙事框架之内。议决案认为“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三大起义“决非都是盲动”，总体上肯定

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还有指导机关犯有土地革命

不坚决、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指挥失当等策略上的错误。[2](P384)议决案否定之前批评南昌起义等是“盲动”的观点，特别

是把南昌起义的失败归因于敌人的力量太强大，相比之前党内的各种评价显得客观许多。同时，认为南昌起义是以武装力量保持

革命胜利的尝试，“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这也是对南昌起义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 

党的六大决议的叙事框架提升了南昌起义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在一个时期内被党内所接受，也影响到其他历史评论者

的叙事。在此叙事框架内，也不断有叙事话语的创新。如 1930 年，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谈到红军发展过程时指

出，“中国红军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前后土地革命开展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后面他列举了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斗争，第

一个就是“叶、贺军队在失败后转入到海陆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8](P115-116)这是党内第一次肯定南昌起义在红军建立与发展

过程中的开创地位，隐含着南昌起义为红军成长起点的叙事语境。同年，李立三在一份报告中对南昌起义予以充分肯定，并开始

从革命史的叙事角度来评判南昌起义，认为“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

动是很重要的时期”；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上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国民党的反抗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9](P269)这

与他之前对南昌起义偏批评的态度相比，已有很大转变，总体上持肯定态度。 

总之，这时期对南昌起义的评价，适应新的历史时空场景开始构建新的叙事框架，从革命史的大视角来叙事，突出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叙事内容，开始把南昌起义纳入开启革命新阶段、开启创建红军新时期的历史叙事语境之中，并把南昌起义与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放到同一叙事框架。在叙事结论中，开始使用“第一声”“第一页”“伟大的意义”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叙事语言，把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更加客观，不再简单归结为军事的投机与

土地革命的不坚决，而是更加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这就从叙事框架和叙事话语上把南昌起义从一个普通历史事件上升为具有

开创革命新阶段意义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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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确定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33 年 6月—1949 年 10 月）：构建红军创建起点的叙事

框架 

历史发展到新阶段，必然面临着新的目标任务。新阶段新任务使历史评论者有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全新视角，并以历史新阶段

的目标任务作为历史叙事的新标准来评判过去的历史事件，因而造就出新的历史叙事框架。到 20世纪 30年代，扩大红军、加强

军事斗争是这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任务，与创建红军密切关联的南昌起义因而成为新阶段历史叙事框架的重构对象，在

新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下，其得出的叙事结论也必然发生变化。 

从 1933 年开始，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开始构建南昌起义为红军创建开始的叙事框架。这年 6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命令》，决定从 1933 年起，每年 8月 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并认为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10](P307)。这就从党的正式文件上正式把南昌起义作为工农

红军的创始事件来叙事，并使纪念活动制度化。同年 7 月 1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指出

“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10](P325)。7月 12日，周恩来、朱德发布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活动的训令，指出南昌起义

“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8](P304)。中央文件中接连出现的“来源”“开始”“胚胎”等新的叙事话语，虽然表达的程度不

一，但都强化了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事件和土地革命开始的叙事架构。 

此后，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和工农红军创建的开端已成为共识，只是叙事话语各有不同。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

红军的不断壮大和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叙事框架逐渐扩大到更大的红军创建史的叙事框架之内，并且不仅突出南昌起义，

还开始突出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重要地位。如1937 年 5月，朱德在谈到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过程时指出，以前中国革命因为没

有一支很好的革命军队致使革命经常流产，而从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此后，我们党“领导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红军便光荣地产生了”。
[11](P109)

7 月，周恩来在《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

党》的报告中指出，经过 1927 年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直掀起了苏维埃革命的红旗，创造了各地的苏区和红

军”[11](P346)。这里同样把党的三大起义作为创造红军的开始，并且他还谦虚地把自己领导的南昌起义放在了秋收起义之后。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把党在 1927 年的三大起义作为总体来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

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2](P548) 

不久之后，随着毛泽东、朱德等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上升，党内开始把红军的创建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单独关

联起来，而不再包含广州起义，特别是开始突出朱毛会师之于红军创建的重大意义。如聂荣臻 1942年构建了“朱毛红军”上井

冈山是红军创建“第一阶段”的叙事框架。在南昌起义 15周年之际，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的一篇讲话中指出，“南昌暴动是我

们党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暴动是正确的；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反革命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进攻，是必要

的”。同时，他也认为南昌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原则的错误，导致最后失败。但是，“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我党所领

导的武装斗争，却从新形式中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朱毛红军”，而朱毛红军“就是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聂荣

臻认为，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再到朱毛红军上井冈山，“这是红军艰苦缔造的第一阶段”。[13](P186-189) 

周恩来 1944 年发表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运用了同样的叙事框架，认为“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

的尝试”，同时肯定“秋收起义是成功的”，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
[14](P172-173)罗荣桓稍后发表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虽然有相同的叙事框架，把党早期领导的几大起义放到一个观察视角之中，

但他在叙事结论中更为突出毛泽东与朱德对于创建工农红军的作用，认为以前那些起义都没有成功，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

义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其后又创建了中央苏区“才是成功了的”。[15](P359) 

1947 年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社论，则在上述叙事框架基础之上作了较大调整，突出强调南昌起义发出继续

战斗“第一声”的历史地位和在红军创建史上的“创始”地位。社论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战斗的第一声”就

是南昌起义，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属于人民的军队；20年前的黑暗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造成 20年前后大变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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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力量“是南昌起义所创始的共产党所领导、人民所自觉组织的人民解放军”。[16](P309-310)这篇社论为到底是南昌起义还是“三

大起义”，抑或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是红军创始地位的叙事争论画上句号，其后党的文件与中央领导的相关表述均遵循这一叙

事定位。如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1949年 7月 31日毛泽东在一篇新华社社论稿中加写道：南昌起义及当

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起义的第一个起义”[17](P767)。8月 1日，《人

民日报》刊发《“八一”建军节介绍》，评价南昌起义爆发后“从此诞生了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完全崭新的

军队”；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武装的开始，“同时是开始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给中国人民的希望开拓了新

的道路”。[18] 

至此，党内对南昌起义的叙事已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具体军事行动，变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红军创建发展史上具有节点

性、开创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给它标上“继续战斗的第一声”“第一个起义”“第一支人民军队”“开始了中国人民革命的

新阶段”等重要历史印记，从而也就给予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更高历史地位。由此，这时期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叙事定论：南昌起

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标志着人民军

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视域中的叙事建构 

历史场域的变化导致历史叙事者的观察角度与评判标准发生变化，必然也影响着构成历史叙事框架的内容和结论。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因人民军队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歌颂人民军队的历史功绩为主的肯定性历史叙

事也因此成为这时期的主要特征，只是叙事的话语方式与话语内容各有不同。特别是这时期据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打倒

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中打倒反革命破坏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现实需要，开始从国内革命战争史的视

域来重构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突出强调南昌起义作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分界线”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第一枪”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等不顾历史事实刻意贬低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和历

史地位，受到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评，维护了南昌起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提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分界线”的叙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以纪念讲话、回顾文章、总结经验等方式为主，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参加过

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都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谈话来纪念南昌起义，但其叙事框架、叙事内容基本延续了新

中国成立前党内已确定的表述，只是在观察视角、叙述话语与叙事结论上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 

贺龙在这个时期延续了之前党内关于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日和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斗争的叙事体系，他在1951 年发

表的《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开篇就说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并提出了南昌起义“是我们党认识武装

斗争的开始”[4](P179-181)的新观点。在 1958 年的《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一文中，他又强调南昌起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

指出我们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南昌起义高举坚持革命斗争的红旗，“在中国革命历

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给予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有力的反击。[19] 

陈毅则既从革命史、建军史的叙事框架来看南昌起义，鲜明提出南昌起义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界牌”，同时

又构建起一个南昌起义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没有回答好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解决了“怎样进行武装斗争问题”的新

的叙事框架。他在 1951 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完全的人民军队，“开始于”南昌起义[20](P540)。但是，使这

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乃是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在第二年的一次谈话

中，陈毅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牌”；

中国革命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南昌起义成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界线”，并赋予党“新生

命”。他还试着从理论上阐述人民军队的建立及其发展壮大问题：“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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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

题。”[20](P549-560)这个谈话从党的革命史的角度，给予南昌起义新的更高评价。 

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军队近代化三个阶段的叙事框架：第一代是清朝

末年搞的新军；第二代是黄埔军，“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只有叶挺独立团，“南昌

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第三代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的前

身是红军”。[21](P300-301)在这个叙事框架中，南昌起义处在中国近代军队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 

罗荣桓在肯定南昌起义为建军之始的同时，则突出强调秋收起义在建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为人民军队的“创造者

和组织者”的地位。他在 1955 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

军队”，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战斗的，并鲜明提出了“毛泽东同志是我军的

创造者和组织者”[22]的重要观点。在 1958年，他又提出南昌起义对各地起义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观点，指出南昌起义余部“推

动了各地农民武装起义，并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23]，使秋收起义能够更加迅速地发动，并且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

的军队。 

朱德也把南昌起义置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内来看待，突出它“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开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新阶段

的重大意义。他在 1957 年北京各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具有伟大意义，“从此民主革

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地举起来”；而且它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的开

始。[24](P853-854)同年，朱德在同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

八一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阶段”。南昌

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会合，找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开始了

一个历史时期”。[25](P37-44) 

聂荣臻为纪念南昌起义 30 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与朱德的叙事框架大同小异，也是把它置于两个革命阶段的分界点来看待，

但提出了“打响了第一枪”“打开了新的一页”的新的叙事话语。他指出:“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南昌起

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是“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

的阶段。”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13](P398、P407)叶剑英则指出，大革命失败后，

“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南昌起义大大鼓舞了当时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们从黑暗

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
[26](P359-360)

 

周恩来 1960 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则从大的方向上对南昌起义予以肯定和进行反思，并强调要突出秋收

起义的历史贡献。他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单纯军事行动、城市观点、没有跟

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等。[27](P306)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担任共和国总理 11年，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自我批评

再次反映了周恩来谦虚低调的务实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61 年，周恩来提出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定要联系宣传井冈山斗争伟大的历史作用。[28](P432)1964 年，周恩来在多次审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坚持不采纳有

人提出的增加表现南昌起义场面的意见，明确要求应该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不应该强调南昌起义。最后，只同意在朗诵

词中写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28](P668)

 

这时期，我们党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基本形成了如下叙事结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响起“第一声春雷”，开启了我们党建军的新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肯定南昌

起义使我们党开始“有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同时又把秋收起义纳入建军的叙事话语架构之中，突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在走上井冈山之后对创建人民军队的突出贡献，明确了秋收起义之于建军的历史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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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南昌起义“全国性的”意义和“打响第一枪”的叙事 

这时期，历史的反动者逆历史而行，“四人帮”等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试图以历史的虚无来构建历史的框架。而中国共产

党的清醒坚定，否定了虚无的叙事、歪曲的叙事，保持了历史的客观与历史的公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党内和军内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们都不同程度受到冲

击，造反派们更是大造“八一”建军节和南昌起义的反，甚至有人故意贬低南昌起义、抬高秋收起义地位。针对此情况，1967 年

7月，毛泽东以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叙事框架来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南昌起义打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党领导的“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

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
[29](P106)

虽然聂荣臻此前已提出“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的观点，但史学界普遍采用这一

叙事话语，还是在毛泽东使用这个提法之后。196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

枪。”“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打了第一枪，全国出名的。”[29](P258)再次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

一枪”的历史地位。 

1971 年 5 月 10 日，周恩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到党史时，提出“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

误”[30](P456)。这个谈话保持了他一直以来对南昌起义失败教训说得多、对其重要意义说得少的谦虚谨慎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美

德，但总体仍是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有人不断借机否定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但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充

分肯定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历史地位和做出的历史贡献。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回归“打响第一枪”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的叙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各个方面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人攻击贬低南昌起义的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发表系列文

章，回归正确的历史叙事，澄清历史事实，恢复了南昌起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1977 年初，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在《红旗》杂志发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肯定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

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31]7 月 27 日，在建军 50 周年前夕，《人民日报》转

发了《解放军报》的《八一南昌起义》一文，鲜明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地领

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使中国人民在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胜利曙光。
[32]

这篇文章

还原了南昌起义的历史真实和历史意义，对于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党史军史特别是南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7月 31 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5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近代“三件大事”的新的叙事框

架，把 1927 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 1919 年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1921 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标志着

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从此就将结束”的三件大事并列提出来。这三件大事，

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军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革命，开始于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同时又指出

“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作为人民武装革命胜利伟大起点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
[26](P668)

粟裕

在同年发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50周年文章，认为南昌起义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同时，宣告了“右”倾机会主

义的破产，“这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33]。 

叶剑英的讲话和粟裕的文章，为回应“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人对南昌起义的否定性言论、恢复南昌起义在党史军史上的

应有历史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拨乱反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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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综合性的叙事框架基本完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军内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忆性文章、研究性书籍开始增多，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也更加实事求是，

并且开始有了全新的视角。特别是每逢建军的十周年纪念日前后，中央都要举行重要庆祝大会，中央领导出席并讲话，充分肯定

南昌起义的重要地位。历史叙事者开始吸纳中央已有定论和学界研究成果，从中国革命史、红军创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

视域来综合考察南昌起义，关于南昌起义的综合性历史叙事框架也因此基本构建完成。 

聂荣臻在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撰写的回忆录中，对南昌起义叙事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打响了第一枪”“开启了革命新阶

段”“大方向是正确的”三个方面。他阐述了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伟大历史意义就是：它向国民党反动

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

队；充分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34](P76-78)在 1987 年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周年大会上，中央的基调也基本使用了这一叙事框架，只是更加突出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军

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光辉开端”[35]的重要意义。 

江泽民 1997 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同样如此，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

们党开始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肩负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3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周年之际，中央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其他起义放到同一叙事框架之内，开始使用

“光辉起点”“革命史册”“新时期”“新篇章”等新的叙事话语，并提出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创立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的新观点。2007 年的“八一”前夕，胡锦涛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

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37]
，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

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8 月 1 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指出，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

队诞生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南昌起义，连同随后党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

起义，“开启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38] 

同时，在党的文件和中央批准出版的权威著作中，也都沿用了中央对南昌起义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既定叙事框架与

叙事话语。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39](P125)这时期，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南昌起义“第一声”的叙

事框架加以拓展，以“为了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使千百万革命

群众在经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等新的叙事话语来高度肯定南昌起义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便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40](P67-68) 

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吸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学界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为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作了一个定论式的表述。该书提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

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41](P236-237)。而经中央军

委批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在叙事话语上也基本延续了党内已有公认的内容，提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于 1927 年 8月 1日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42](P11、P13、P15) 

总之，这时期党内军内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基本延续了前期的叙事框架，只是在叙事话语、叙事观点上进行综合集成创

新，在充分肯定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始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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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等新的叙事话语，在新时期给予南昌起义更高的评价。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中的新叙事结构 

历史越久远，对历史的叙事越宏观。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框架基本已经定型，但站

在新的更长历史时距、更广历史视角，历史叙事框架会有新的内容充实，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与时代任务必然得出新的叙事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南昌起义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叙事框架之内，站在党史、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

的视角来把握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为新时代人们正确认识南昌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指明了方向。 

2017 年 7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时讲话指出，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

告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43]。8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讲话，

提出了“三个伟大历史事件”的新的叙事话语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与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叙事框架。讲话指出，南

昌起义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

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起义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

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同时，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

会议”[44]，突出了南昌起义在建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018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上讲话指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突出百年共产党、突出中国革命史、突出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大背景，给予南昌起

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的高度评价，提出了“三个伟大事件”的重大意义，明确南昌起义开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

原则和制度的重要历史贡献，从而形成了新时代关于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 

这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基本延续了新时代关于南昌起义的叙事框架和话语，把南昌

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来叙述，突出了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黑暗中

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

始”[45](P103-104)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由中央军委批准、军事科学院编写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南昌起义的叙事也基本使用了新时代以来形成

的叙事框架，但也使用了一些新的叙事话语，提出南昌起义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史上第一个划时代

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新篇章”；它在军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

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杀所吓倒、所征

服，“这次起义建立和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成为红军的来源之一”。[46](P5、P15) 

202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基本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叙事框架，把南

昌起义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域内来考察，指出南昌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

一起。
[47](P37)

 

五、总结：革命历史事件的叙事规律 

考察 95年来党内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评价，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对党史重大事件的叙事与评价规律，更好地树

立起正确的党史观。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场域的变化必然导致历史叙事框架的变化，并由此导致历史评判标准的变化；而任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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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评论都必须慎重，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涟漪影响，注重从更宽广的历史时距来观察。具体来说，把握革命历史叙事规律，树立正

确的党史观，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任何历史事件都会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不同的涟漪影响。考察历史事件，必须拉长历史的时距才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它所

产生的历史涟漪的大小与波长，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定位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与产生的重大影响。越往后，越能从党史、军

史、民族发展史的大背景来看得更清晰；越能超越历史现场观察者的局限，从而站在更广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比如，对南昌起义

的历史评价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军事投机”“盲动主义”等批评，到开始肯定其孕育了红军的“胚胎”，再到

中央文件予以红军“诞生”日的定位；从“高举旗帜”到后面“响起第一声春雷”，再到后面“打响第一枪”；从原来系列起义

特别是三大起义中的一个，到毛泽东提出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从“新起点”“新开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开端”，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伟大事件”等，越往后越能从大的历史视野中认识到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

要影响。 

第二，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从当时的具体目标与任务来考察与评判，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对历

史的涟漪性影响始料未及，未能把握住历史的大视野与大趋势。而历史越往后，对历史事件的观察不再受限于事件最初所要达成

的目标任务，历史评价也因此不再以事件当初的直接目标任务为标准，而从对历史的长远影响来观察其地位与意义，这也更加说

明任何历史事件都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涟漪影响。如在南昌起义失败八九个月之后，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上重构革命叙事，提

出了中国革命“三次失败”论，从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时距来观察南昌起义。陈毅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从革命史的大视野，提出了南

昌起义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的叙事框架。毛泽东则把南昌起义置于中国军队近代化三个阶段的叙事框架中来

考察。 

第三，关系历史叙事框架内容的，在于历史所预设的目标任务的不断延展。随着历史的发展，任何历史事件当初所预设的目

标任务都很大可能发生变迁，而由这一历史事件所延展过来的历史趋势所要达成的目的亦随之变化，新的历史场景中的目标任

务因而又成为时人评价先前关联历史事件的倒追标准。20世纪 30年代，扩大红军以加强军事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任

务之后，南昌起义与红军创建的历史关联成为这时期重构南昌起义历史叙事框架的诱因，南昌起义“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因此开始成为这时期的叙事语言，“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也在此背景下上升为中央决定。 

第四，从历史叙事的主体来观察，历史的当事人有偏好性选择，而历史的旁观者存在片面性认知。南昌起义失败不久，很多

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带有“军事机会主义”等批评性的叙述话语，其中有些参与者站在历史事件预设的目标任务没有达成的角

度来批评，并且过于纠缠具体的战术问题，没有放宽历史视野来考察；而有些旁观者因为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他们对南昌起义决

策的“内容详细”“不知”
[6](P510)

，这点在张太雷的报告中他自己也予以承认，所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是从党变化了的政策与

形势来评判之前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犯了一般历史旁观者的单面性视角错误。党的六大在总结起义经验时，各地代表有一些“山

头倾向”，比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14](P175)。这说明历史的当

事人都容易犯偏好性选择叙事的错误，也更加说明，对历史的评价我们必须跳出历史当事人的利益束缚，以大历史观来考察和评

判历史事件的地位与影响，如此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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